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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视角下的工作场所侵害∗

———基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数据的实证分析

郑　 路　 刘梦玲　 陈宗仕

提要：员工在工作场所中遭受侵害会对个人、组织及整个社会环境造成

消极影响。 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国语境

下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较少。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混合方法，开创

性地提出“权力”三维度的分析框架，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数据对“工作场所侵

害”的结构性因素进行考察，并辅以深度访谈以丰富定量发现。 研究发现，
由资源重要程度决定的个人“依赖性”、受组织内部规范程度制约的权力

“强制性”以及外部市场资源的“可替代性”共同影响了工作场所侵害现象

的发生。 作者最后对上述发现的理论和政策意义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工作场所侵害　 权力视角　 依赖性　 强制性　 替代性

一、引　 言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７ 日，一名“阿里巴巴”女性员工发帖声称因工作原因陪客户喝

酒并遭到侵害，该事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①社会层面在保护员工权利方面

的制度性缺失成为大家激烈讨论的焦点。 然而这并非孤例，从 ２０１０ 年富士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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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工厂体制下发生的员工“十一连跳”，到 ２０２０ 年拼多多公司员工“加班猝死

事件”，还有近年平台零工（如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在“算法霸权”下的劳动保

障争议……“工作场所侵害”（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这一屡见于职场的现象逐渐走

入公众视界。 应该注意的是，国内外因为网络舆论而受到关注的侵害现象其实

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深受其害，但却并未得到关注———也正

是对于工作场所侵害现象的普遍沉默（甚至冷漠），为社会学者去深入研究这个

问题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之所以不能忽视对于工作场所侵害的研究，首先是因其在全球范围内都具

有普遍性。 爱纳森和斯古塔德（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 Ｓｋｏｇｓｔａｄ，１９９６）分析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初挪威各行业组织的调查数据，发现 ８. ６％ 的被访者表示过去六个月里在工

作中受到过侵害。 其中，大型企业、男性主导的企业和工业行业发生侵害的频率

更高。 综合欧洲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大量研究，将测量和抽样差异

纳入考量后，尼尔森等学者（Ｎｉ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指出，工作场所侵害发生率①大

致为 １４. ６％ 。 英国同一时期对企业雇员的研究发现，有 ２５％的员工在过去五年

间遭受到直接的侵害，４６％ 的员工曾目睹过侵害发生（Ｈｏ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美国

ＷＢＩ（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工作场所侵害研究所）２０２１ 年最新的调查结果

显示，有 ３０％的雇员称自己正在或曾经遭受侵害，１９％ 的雇员曾经目击过侵害

发生（ＷＢＩ，２０２１）。 一项针对澳洲护士群体的调查显示，４２％的人曾在过去一年

中遭受侵害（Ｄｅ Ｃｉｅｒ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亚洲国家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

的文献资料显示，印度有 ４４％ 的人表示过去五年曾遭遇过工作场所侵害（Ｄ'
Ｃｒｕｚ ＆ Ｒａｙｎｅｒ，２０１３），中国香港一项对 ２６５７ 名雇员的调查显示，有 ３９. １％的人

过去一年中遭受过侵害（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虽然研究者及被访者对工作场所侵害

的定义和理解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全球范围的研究表明，受害者涉及各个社会

阶层、种族、性别、年龄、职业人群，这更加凸显了研究此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Ｃｏｒｔ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目前，只有极少数研究关注了我国大

陆工作场所侵害 ／职场霸凌的现象，虽缺乏大范围调查结果，但也显示了侵害对

于多个群体的消极影响（蒋奖等，２０１２；蔡礼彬、刘博，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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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生率，即工作场所侵害事件发生的概率。 在这一主题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使用到发生率、报告

率、举报率三个近似概念。 一般而言，发生率指的是侵害实际发生的比率；报告率指的是受访者在接

受问卷调查或访谈时报告或承认自己受侵害经历的受访者占总人数的比例，有一些受访者出于各种

考虑会选择隐瞒；举报率是指采取向上级或者有关部门举报、投诉的受侵害者占总人数的比例。 就数

值大小来看，一般是发生率 ＞ 报告率 ＞ 举报率。 国内外研究因为难以掌握实际侵害发生的数据，通常

都用报告率作为实际发生率的替代测量指标，本研究也如此。



工作场所侵害对受害者、其他员工和所在组织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首先，工作场所侵害对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产生持久伤害，会使受害者感到焦

虑、抑郁、情绪失控、自尊降低，增加其酗酒、失眠、滥用药物、慢性病发作、自杀

的概率（ Ｌｕｔｇｅｎ⁃Ｓａｎｄｖｉｋ，２００８； Ｐａｉｃｅ ＆ 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９）。 其次，按照社会互动理

论，工作场所侵害还会带来 “涟漪效应”，对旁观者造成影响。 埃姆达德等

（Ｅｍｄａ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对瑞士企业的调查发现，目睹工作场所侵害的频率与雇员

后续的抑郁症发病率密切相关。 再次，由于受害者的工作投入度降低、旷工率

增加、工作效率降低、创新潜能丧失，其所在组织也会受到深远的负面影响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文献揭示工作场所侵害的根源是权力问题，通常发生在

施害者和受害方存在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 （Ｈｅｒｓｈｃｏｖｉｓ，２０１１；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Ｈｏｄ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但既有研究尚未围绕权力这一核心概念提出较为系

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国内也鲜有针对这一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因此，本文以

社会学经典理论中对“权力”概念的讨论为出发点，提出从依赖性、强制性和可

替代性三个维度来刻画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结合我国特有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

特点，对这三个维度进行操作化测量，从雇员、组织和市场环境层面考察影响工

作场所侵害的重要因素和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方法，通过涵盖不同城市、行业、职级、年

龄、性别的访谈，为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同时，
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的数据（该年数据中包含“国际调查合作计划 ＩＳＳＰ”的工作模块，
是目前国内可获取的大型社会调查中唯一涉及“工作场所侵害”议题的数据），
得到了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定量发现。 本研究除了力求在研究议题、解释

框架和分析方法方面做出贡献之外，也希望为更有效地制约和干预工作场所侵

害现象、推进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提供思路和依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工作场所侵害与权力不平衡

１. 工作场所侵害的定义

对于工作场所侵害的研究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北欧，雷曼和古斯塔沃

森（Ｌｅｙｍａｎｎ ＆ Ｇｕｓｔａｖｓｓｏｎ，１９８４）率先关注发生在成年人工作场所里的侵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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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后来逐渐扩展至世界各国。 本研究使用的工作场所侵害的定义由爱纳森等

人（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提出，即“工作场所侵害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反复出现的

施加于目标对象并且令其难以防卫的消极行为（包括言语羞辱、责骂或者肢体

威胁等）”。 这也是目前国际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 在表现形式上，工作场所侵

害包括利用组织手段进行攻击、社会孤立、侵犯私生活、实施身体暴力、言语侵

犯、谣言伤害等方式（Ｌｅｙｍａｎｎ，１９９６）。①

“反复出现”和“难以防卫性”是构成工作场所侵害的两大特点。 “反复出

现”关系到发生频率（侵害行为不止一次发生）和持续性（持续至少一段时间，如
六个月）。 理论上讲，当受害者初次遭遇侵害后，如果有意愿和能力规避再次发

生的风险（如辞职、换工作），或者有制度性的渠道和方式采取维权，就可以避免

成为工作场所侵害的受害者。 但在现实中，工作场所侵害还具有“难以防卫

性”。 这主要指受害者在社会地位、体力或人数上处于弱势一方，也包括其无能

为力感，比如这份工作是受害者或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或者雇主单位缺乏举

报和申诉此类事件的组织文化及制度支持，又或者当前劳动力市场不景气、就业

竞争激烈，这些因素都会使受害者难以承受主动辞职或者被动失业所可能付出

的经济代价。 因此，工作场所侵害不仅是“侵害者—受害者”双方反复出现的互

动行为，还凸显出受害者处于弱势一方，与侵害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的权

力关系（ｐｏｗｅｒ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２. 侵害发生的影响因素

对侵害发生的影响因素的探讨体现了不同研究者对侵害产生机制的不同关

注点，主要分为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三种类型，大量研究往往主要识

别和验证其中一个或两个层面（Ｂａｉｌｌｉ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 Ｈｏｅｌ，２００８）。 在

个体层面，研究者以个人感知为核心来考察影响因素，关注侵害者的特征（例如

维护自尊的需求、情感控制的能力、包容度）和受害者的特征（包括是否容易焦

虑、软弱，是否内向，是否有较低的社会竞争力），以及特定变化和冲突对侵害发

生的影响（Ｗｅｉｓｓ ＆ Ｃｒｏｐａｎｚａｎｏ，１９９６；Ａｑｕ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在组织层面，研究者

更多关注到组织的结构性因素，从组织特征（组织类型、组织规模、管理风格、工
作氛围、工作方式、企业文化）和组织变迁（裁员、减薪、重组、组织危机）等方面

来考察工作场所侵害的发生。 例如，研究发现，高压的工作环境可加剧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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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ｍｏｂｂｉｎｇ、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等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越分越细，有人相应地译为“霸凌”“骚

扰”“聚众滋扰”“欺负”等，但是这些概念在一开始提出时并没有明确区分，存在部分重合或相互包含

的关系。 为方便讨论，本研究统一译为“侵害”。



侵害。 权威式和放任式的管理方式均会诱发侵害，前者因权力分配不均，容易产

生纵向侵害；后者因监督不力，则容易滋生同级之间的侵害（ Ｌｅｙｍａｎｎ，１９９６；
Ｓａｌｉｎ，２００３ａ；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在外部环境层面，已有研究指出某些特定的

社会文化，如宣扬个人主义与竞争会增加工作场所侵害发生的概率（ Ｌｕｔｇｅｎ⁃
Ｓａｎｄｖｉ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在权力差距（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更大的社会，如东亚国家，侵害

更有可能在上下级之间发生（Ｋｗ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不同社会对于雇员保护问题

的态度与举措也是影响侵害发生的重要因素（Ｓａｍｎａｎｉ ＆ Ｓｉｎｇｈ，２０１２）。
虽然国外研究已比较全面地涉及了影响工作场所侵害的各个方面，但三个

层面的分析略显割裂，缺乏一个跨层次、综合性的理论框架来考察工作场所侵害

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联。 有学者提出应当从“权力”的概念出发，来
构建工作场所侵害发生的解释框架。 例如，哈金斯等（Ｈｏｄｇｉ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认

为，权力内在于工作场所侵害现象之中，应在组织层面理解侵害者对于被害者施

加的不同类型的权力。 曼尼克斯—麦克纳马拉（Ｍａｎｎｉｘ⁃ＭｃＮａｍａｒａ，２０２１）更强

调从福柯的传统来理解权力，认为不应将权力视为一种二分的对立，而应理解为

施害—被害双方在不断互动过程中学习、实施并使之合法化的关系与过程。 然

而，从权力概念出发的已有文献缺乏对“权力”这一抽象概念的解析和测量，同
时也忽视了对微观—宏观跨层级作用机制的理解和解释。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

究大都是针对西方社会进行的，如何在中国的社会情景之中从“权力”视角对工

作场所侵害进行系统考察和阐释，几乎还是空白。 本研究则希望在这方面做出

一点有益的尝试。

（二）“权力”概念的三个维度

要构建“权力”视角的分析框架，首先须回溯“权力”的内涵，并从中提炼出

可操作化的概念维度。 基于社会学对权力概念和关系的经典理论，我们把权力

分解为“依赖性” “强制性”和“可替代性”三个维度，并在下文对其进行分别

阐述。
权力的“依赖性”维度来自埃默森（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２）的“权力—依赖”理论。

埃默森提出权力并不基于一个人拥有的能力或资源多少，权力只能在关系中才

能定义和体现。 具体而言，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这对关系中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

所拥有资源的依赖性（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即权力不平衡来源于一方对另一方所控制

的某种资源的依赖程度：这种资源越重要，后者对前者拥有的权力就越大。
权力的“强制性”维度来自韦伯（Ｗｅｂｂｅｒ ＆ 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４７）对权力的经典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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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韦伯认为，权力是人在某种社会关系行为中哪怕遇到其他参加者的反对也

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 达伦多夫也大致因循韦伯，认为权力是控制他人的能

力（Ｇｒｕｓｋｙ，２０１８）。 这些经典阐述揭示了权力的另外一重内涵，即有权力的一方

（由于有能力掌控和分配资源）对弱势一方能够任意实行支配和控制的能力，我
们将其称为“强制性”（ｃｏｅｒｃｉｖｅｎｅｓｓ）。

权力的“可替代性”维度同样受到埃默森对权力关系的进一步阐述的启发，
他提到：“当 Ｂ 在 Ａ⁃Ｂ 关系之外实现目标或取得资源的可能越大，Ｂ 受制于 Ａ 的

可能性越小”（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２：３２）。 “权力—依赖”关系理论启发菲佛和萨兰西

克提出“资源依赖理论”（Ｐｆｅｆｆｅｒ ＆ Ｓａｌａｎｃｉｋ，１９７８），他们将权力分析运用到组织

社会学领域，提出组织对外界的资源依赖导致了组织间权力与依赖关系的不平

衡。 该理论指出，组织降低权力不对称和依赖性的策略之一就是开发和维持获

取资源的其他渠道，即提高所需资源的可替代性（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与“依赖性”
和“强制性”不同的是，权力的“可替代性”超越了权力不平衡的双方的个体特征

和互动关系的范围，将宏观结构和因素（例如市场上是否存在可提供同样资源

的组织）纳入视野中，从而使建构跨越微观—宏观的分析框架、引入制度环境等

宏观变量成为可能。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从经验困惑和理论需求出发，通过“权力”的视角和以“依赖性”“强制性”及
“可替代性”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对我国工作场所侵害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这反映了公众和学界关切的实际问

题：工作场所侵害的总体情况如何？ 有哪些可能的因素影响了侵害的发生率？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深对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同时促进探求反侵害的政策措

施。 基于上述对权力内涵的阐释，本研究从以下三方面来考察工作场所侵害的

影响因素，并结合访谈资料的初步发现提出假设。
１. 个人层面：资源重要性与权力依赖

在工作场所侵害中，受害者往往因为这份工作所带来的资源（包括工资、福
利、社会身份等）对其太重要，不愿或者不能承担发声、反抗或辞职的代价。 依

据定义，要构成“工作场所侵害”，需是持续一段时间的反复侵扰（Ｏｌｗｅｕｓ，１９７８，
１９９３），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提供的资源非常重要，引发个人对工作产生较强

的依赖，那么员工在遭受初次侵扰时即可选择投诉或者放弃该工作，以避免成为

受害者。 此外，从资源依赖的角度探讨工作场所侵害中的权力不平衡，还揭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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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侵害既可能发生在上下级之间，也同样可能发生在同事之间。
国内对于工作场所侵害的直接研究较少，但在学界（Ｎｇａｉ ＆ Ｌｕ，２０１０）对建

筑工人与工厂女工（Ｎｇａｉ，２００４）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在户籍身份、医疗卫

生诸方面缺乏保障的前提下，只能更大程度地依靠出卖劳力换取生活费用的工

作。 尽管收入较低、工作稳定性也不高，但对收入的依赖性使得这类群体受侵害

的事件频发不断。 他们不仅缺乏议价能力，更难以承担因反抗而丢失工作的

代价。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资源依赖的一些表现形式。

不可能离职啊，因为你还要靠工资吃饭，你的生存问题很迫切的时候，
什么都得忍。 没有人帮你，你还是得待下去。 （访谈资料 Ｃ２ － ０１）

当时我刚买完房，压力特别大，我要还房贷，孩子又刚上幼儿园，花销开

始多了，我不能失去这个工作。 （访谈资料 Ａ１ －０３）

可见，来自当前工作的收入对一个人越重要，该人越难以在侵害发生后进行

自我防卫（投诉、离职等），因此越容易成为工作场所侵害的受害者。 结合经验

现实和数据可获得性，本研究首先从工作收入的重要性方面来测量这种依赖性，
提出假设 １. １。

Ｈ１. １：资源依赖性对工作场所侵害有显著影响。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雇员越依赖从目前工作中获得的收入，成为受害者的几率就越大。
除了更高的收入，更优厚的福利也会导致对当前工作的更大依赖性。 例如，

孙中伟等（２０１８）的研究显示，相比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者，签订劳动合同者不仅

收入更高，而且在享受养老保险、带薪休假等福利保障上也更有优势。 因此，是
否签订正式合同与雇员的福利待遇密切相关，起到了增加资源重要性的作用，进
而也增加了雇员对于该工作的依赖程度，使离职或者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变得更

高。 与前述关于工作收入的逻辑类似，签订劳动合同在一般情况下原本对雇员

是有利条件，但在遭受工作场所侵害这一特定情形下，越优厚的条件越容易产生

更大的依赖，反而成为个人通过离职来避免侵害的阻碍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笔
者并非认为雇员不签订合同反而更好，只是就工作场所侵害这一特定情境而言，
有正式合同的雇员更难在遭遇侵害时产生离职的决心，从而更容易长期屈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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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的滥权或同事的欺压，成为工作场所侵害的受害者。① 在访谈中，受访者也

表示受到侵害后“辞职可能性很低，因为再找到这样的（正式）工作就困难了”
（访谈资料Ｃ１ － ０５）。 因此，在工作收入之外，我们还从工作福利的角度测量依

赖性，提出假设 １. ２。
Ｈ１. ２：资源依赖性对工作场所侵害有显著影响。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与非正式雇员相比，签订了正式劳动合同的雇员成为受害者的几率更大。
２. 组织层面：制度规范性与权力强制

工作场所侵害并不发生在真空状态下，它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组织结构、规
章制度和组织文化里（Ｔｈａｃｋｅｒ ＆ Ｆｅｒｒｉｓ，１９９１）。 组织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机制等

多种途径来影响人们对于侵害的认知、容忍度以及惩罚结果，也可以为侵害发生

或消除创造条件。 组织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可以影响强制性权力（ｃｏｅｒｃ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的施行。 不同的组织类型代表了不同的管理规范和管理文化，对组织成

员所具有的强制性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存在差异，进而在侵害发生率上产生差别。
管理规范的场所，较少出现人际冲突与权力压制，侵害情况也很大程度受到制约

（Ｓａｌｉｎ，２００３ｂ）。 爱纳森等人（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 Ｓｋｏｇｓｔａｄ，１９９６）对北欧国家的研究发

现，相比于私人企业，工作场所侵害在公共部门中的发生率更低。
在我国，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大量的资源和机会分配过程发生在工作组

织中，后者掌握着重要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分配（李路路等，２０１２），工作组织对个

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工作组织在我国存在体制内、外的差别，这对制约强制性

权力、防范工作场所侵害具有实质性影响。 首先，体制内组织（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 ／集体企业）和体制外的组织（私营、港澳台、外资企业等）相比，体制

内组织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总体上更高一些。 体制内组织一般“有完善的规章

制度，照此进行严格的管理”（访谈资料 Ｃ１ － ０１），体制内的党群组织（如党委、纪
委、工会、共青团等）设置更为完备，“投诉信箱、领导接待日等正式渠道公开”（访
谈资料 Ｃ１ －０５），能起到有效的监督、防范和保护作用。 来自更高层级的监督（如
中央巡视组、上级主管部门等）也能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有受访者就提

到党内的监督和声誉机制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在体制内组织产生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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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是否签订正式合同”这一变量与后文“制度规范性”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笔者

认为，雇员个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个人的具体情况和样本抽样相关，无法推论出其所属组织的制度

规范性。 同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组织在处理雇员受侵害问题的态度和做法上并不因雇员是否签订

正式合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而签订合同与个人的福利待遇却是密切相关的，笔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
签订正式合同的雇员在平均工资、加入医疗 ／ 养老保险等福利方面更具优势。 因此笔者在这里突出福

利待遇作为重要资源使雇员产生的依赖性。



领导们讲仕途，共产党天下，你个人作风有问题是非常影响提干的。 组

织部是各方面都要考察，机关在重大侵害方面的监察机制比较完善。 （访

谈资料 Ａ１ －０２）

其二，由于体制内工作具有高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体制外的工作，考核和

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直接冲突也相对较少，“对人的关怀更

多”（访谈资料 Ｃ１ － １０）。 其三，体制内雇员相对体制外雇员而言，自身具有更多

的社会资源（张峰等，２０１７），“支持网络”的存在有助于对工作场所侵害的抵御

和曝光。 相较而言，体制外组织在用工制度上自主性更大，雇员权益保障相对较

弱，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制衡机制都比较欠缺（夏小林，２００４）。 有研究表明，国有

企业在工作时间、工会参与等劳资关系方面的表现要远远优于私营企业，对劳动

力的保护更强（潘芸红，２０１６）。 在针对女性的“性骚扰”问题的研究中，唐灿等

（２００９）发现新兴的经济类型、管理规范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服务业等特殊行业

性骚扰现象更普遍。
在体制外工作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员工之间氛围并

不友好”（访谈资料 Ｃ１ － １１），“效率最大化（对企业）是最重要的，员工的处境安

危、健康与否不是它要考虑的”（访谈资料 Ａ２ －０１）。

私企就这样，它只关注你能不能给公司赚钱。 越是底层的劳动者，越是

典型被压迫的，而且你没有发声的渠道和机会。 （访谈资料 Ｃ１ － １０）

综上，工作场所侵害的发生率与组织对强制性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处理的渠

道和机制密切相关。 就本研究而言，对组织类型的划分最重要的维度便是体制

内外之别。 一般而言，体制内组织比体制外组织的管理规范性更高，监督机制更

完善，用工保障程度更好，对强制性权力的滥用起到了更好的制约作用，从而有

助于抑制工作场所侵害的发生。 我们由此提出假设 ２。
Ｈ２：制度规范性对工作场所侵害有显著影响。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与体制内组织的雇员相比，体制外组织雇员成为受害者的几率更大。
３. 市场环境：资源可替代性与权力边界

在依赖性和强制性这两个影响权力不平衡的维度之外，替代性是另一个对

工作场所侵害发生率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它超越了权力不平衡的双方的个体

特征和互动关系发生的组织场域，把制度环境的因素带入到分析框架中。 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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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依赖性和强制性发生作用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弱势一方只能从组织

内部获取这一重要资源，在组织边界之外得到这一资源的可能性很小。 这提示

我们，权力的作用范围是具有边界的，如果弱势一方能够在组织之外获得其认为

重要的、原本由组织内强势一方提供的资源，这将对原有的权力关系带来根本性

的冲击和颠覆，权力不平衡的程度会大大降低。
就工作场所侵害而言，受害者所看重的重要资源（工作收入和福利）如果能

够在组织外部的劳动力市场中较为容易地获得，那么让自己持续面临受害风险

的可能就会降低。 格哈特（Ｇｅｒｈａｒｔ，１９９０）的研究表明，有可选择的工作机会与

离职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 所以，当我们把视角投向组织之外，考察组织之间以

及组织与市场环境之间的结构性因素时，可以推论，在一个充满机会、更为健全

的市场环境中，由于存在大量的工作机会可供选择，雇员离职的机会成本更小，
对“跳槽”的接受度也更高，由此带来更好的流动性，有助于降低侵害发生的可

能性（Ｂｏｗｌｉｎｇ ＆ Ｂｅｅｈｒ，２００６）。 在我国，高速发展的民营经济提供了 ８０％以上的

城镇就业岗位，创造了 ９０％ 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提供就业

的主力军。 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多寡。 民

营经济发展越好，当侵害发生或者威胁产生时，雇员重新选择新工作的机会就越

多，原有的权力不平衡在组织边界之外就越无法持续。 因此，组织外部资源的可

替代性程度，对工作场所侵害的发生率具有重要影响。
我们在访谈中也注意到，替代性资源对员工遭遇侵害后的选择十分重要。

除了你说的性侵害，别的我都经历过……我非常努力地找工作，但机会

不是很多，如果我能很快离开，我是不会再忍下去的。 （访谈资料 Ａ１ －０３）

因此，我们从资源可替代性的角度提出第三个假设。
Ｈ３：资源可替代性对工作场所侵害有显著影响。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所在地区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落后，雇员成为受害者的几率更大。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的混合方法。 通过持续 ６ 个月的定性访谈积累资

料，进而形成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继而分析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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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数据以检验假设。 在数据结果的基础上，
结合深度访谈的个案细节，进一步加深对工作场所侵害过程、机制和定量结果的

理解和解释。

（一）数据与变量

１. 数据来源

（１）定性数据。 笔者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到 ６ 月之间，对年龄在 ２５ 岁至 ５９ 岁、至
少有五年工作经验的男性 ／女性进行了访谈。 访谈对象分为两个来源，一部分是

笔者之一在两个不同性质的企业以实习生身份进行参与式观察时结识的。 其中

一个企业是位于 Ｊ 城的、拥有 ６ 万多员工的某大型国企；另一个企业是在 Ｚ 城

的、员工数量超过 １０ 万人的某互联网公司。 另一部分被访者则是在个人网络的

帮助下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得的。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为了获得更具深度的

资料，笔者优先选择那些在工作中有过被侵害经历的访谈对象。 此外，访谈研究

力求在地区（东、中、西部 ７ 座不同城市），单位类型（公共部门、国企、民营企业、
外资、自由职业），职级（基层至高层），教育背景（中专学历至硕士学历）和行业

（金融、制造、传媒、物流、互联网、文教等）等方面保持案例的多样性。 由于研究

话题在部分受访者看来属于个人隐私，涉及内容敏感，最终接受完整访谈的被访

者为 ２０ 人。
（２）定量数据。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覆盖了除藏、青、宁、港、澳、台之外全国 ２８ 个

省 ／ 市 ／ 自治区的 ４７８ 村居。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除了核心模块（Ａ 部分）外，还加入了经

济态度和行为评价的 １０ 年回顾模块（Ｂ 部分）、国际调查合作计划（ ＩＳＳＰ）的工

作模块（Ｄ 部分）等，其中 Ａ 和 Ｂ 部分所有受访者都要回答，Ｄ 部分的抽中概率

为 １ ／ ６，本研究关注的工作场所侵害相关问题仅出现在 Ｄ 部分问卷中。 因此除

去总样本中 ５ ／ ６ 未回答 Ｄ 部分的被访者，再加上“在工作场所工作”且“在工作

中有与他人互动”这两个限定条件，符合条件的样本量为 ８５４。 在筛选变量并

进行缺失值处理后，①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 ６６６。 笔者对符合研究对象定义

的样本与最终的分析样本进行了比较分析，二者在社会人口特征上不存在系统

性偏差。
２. 定量部分的变量与测量

基于研究框架和可获取的数据来源，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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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实际情况，排除掉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５ 年且没有继续工作、没有过非农工作、未从事任何以获

得经济收入为目的的工作的样本，并保证重要变量无缺失。



如下。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工作场所受侵害”，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中有这样

一道题目：“过去五年，您在工作上是否被上级或者同事侵害过？ 例如：受过欺

负，或者身体及心理上的伤害？”，该题通过雇员自我报告的方式来收集工作场

所受侵害的信息，由于调查工作场所侵害问题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加上国内对于

工作场所侵害的重视尚不足够，该问卷中明确涉及此话题的只有这一个问题。①

剔除回答“不适用”和“无法回答”的观测值，将回答“是”者赋值为 １，回答“否”
者赋值为 ０，从而形成测量“工作场所侵害”的二分因变量。

（２）自变量。 本研究从依赖性、强制性和可替代性三个维度来衡量权力不

平衡程度。
依赖性反映了该工作所带来的资源（收入和福利）对雇员的重要性，操作性

变量为劳动收入占比和是否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其中，“劳动收入占比”这一指

标来自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Ａ 部分）中“个人全年总收入”与从该雇主处获得的“个人全

年职业 ／劳动收入”两个问题，通过计算该职业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来衡

量个人对该工作（收入）的依赖情况。
强制性反映的是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强制性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我

们用雇主是体制内［党政军队、国有（控股） ／集体（控股）企业］还是体制外组织

［私有 ／民营 ／港澳台 ／外资企业、无单位 ／自雇（包括个体户）］来测量。
可替代性反映的是雇员能够从组织外部获取替代资源的可能性，本研究用

雇员所在省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来测量。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

研究所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樊纲等，２００３）提出了一套计算

“市场化指数”的方法，其中的一个一级指标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非国有经

济的发展指数越高，说明该省份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越高，非国有

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所占比例越高，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

就业人数的比例越高。 本研究按照省份将 ２０１４ 年的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数据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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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问卷设计的限制，笔者无法获取受访者工作变换的信息，因此对于在 ５ 年内受到过工作

场所侵害并在其后更换工作单位的受访者，有关工作状况的自变量就不是解释工作场所侵害的可能

原因，而是结果，数据的这个局限可能为本研究的发现带来一定偏差。 笔者对另一个全国性调查数据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２０１４ 进行了分析，排除一直以来务农的劳动人口，受访时有工作的人数为

９２３６ 人，其中在 ５ 年内换过工作的有 ７６３ 人，占总数的 ８％ 。 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研究对数

据的处理方式对分析样本中 ９２％的受访者是适用的。 在无法纠正数据使用偏差的情况下，这一分析

至少为我们估计偏差的大小提供了一点线索。



（３）控制变量。 我们把自变量之外的其他个人因素和雇员所在组织及其工

作的情况都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所在地、婚
姻状况、教育和家庭经济水平；组织 ／工作情况包括组织规模、是否全职工作和个

人在组织中的管理地位（即管理与被管理的情况）。

（二）分析方法

１. 定性分析

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对每位被访者进行 ６０ ～ １２０ 分钟的深

度访谈。 访谈提纲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被访者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二是

被访者的职业生涯以及对目前工作和工作环境的初步评价，三是被访者在了

解“工作场所侵害”的定义后对本人和周围人相关经历的分享及其对这一现

象的思考。
２. 定量分析

鉴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否受到过工作场所侵害”是取值为 １、０ 的二元变

量，本研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四、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１. 访谈案例

本研究在访谈案例的筛选上尽可能保证样本的多样性（前文已述），受访者

基本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访谈对象列表

访谈人 性别 年龄 学历 行业 地区
现单位
类型

前单位
类型

职级
是否受过

侵害（自己）
是否受过

侵害（同事）

Ａ１ － ０１ 女 ４０ ＋ 本科 制造业　 东部 国企 国企 高层　 否 否

Ａ１ － ０２ 女 ３０ ＋ 硕士 公共部门 东部 公共部门 ／ 基层　 是 是

Ａ１ － ０３ 男 ３０ ＋ 硕士 金融业　 东部 国企 ／ 基层　 是 是

Ａ２ － ０１ 女 ２０ ＋ 硕士 互联网　 东部 民营 民营 中层　 是 是

Ｂ１ － ０１ 女 ２０ ＋ 硕士 演艺行业 中部 ＮＰＯ 民营 基层　 是 是

Ｂ２ － ０１ 男 ３０ ＋ 本科 房地产业 中部 民营 民营 中层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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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访谈人 性别 年龄 学历 行业 地区
现单位
类型

前单位
类型

职级
是否受过

侵害（自己）
是否受过

侵害（同事）

Ｂ３ － ０１ 男 ３０ ＋ 硕士 汽车工业 中部 外资 国企 中层　 否∗ 是

Ｂ３ － ０２ 女 ３０ ＋ 本科 制造业　 中部 国企 ／ 基层　 是 是

Ｃ１ － ０１ 男 ５０ ＋ 硕士 建筑业　 西部 国企 外资 中层　 是 是

Ｃ１ － ０２ 女 ５０ ＋ 本科 工程服务 西部 民营 合资 中高层 否 否

Ｃ１ － ０３ 女 ５０ ＋ 中专 制造业　 西部 民营 国企 高层　 否 否

Ｃ１ － ０４ 男 ５０ ＋ 大专 制造业　 西部 国企 ／ 中层　 是 是

Ｃ１ － ０５ 男 ５０ ＋ 本科 公共部门 西部 公共部门 ／ 中层　 是 是

Ｃ１ － ０６ 女 ５０ ＋ 本科 心理咨询 西部 自由职业 民营 ／ 是 是

Ｃ１ － ０７ 男 ５０ ＋ 本科 金融业　 西部 民营 国企 高层　 否 是

Ｃ１ － ０８ 男 ４０ ＋ 本科 汽车工业 西部 民营 国企 中层　 是 是

Ｃ１ － ０９ 男 ４０ ＋ 硕士 建筑业　 西部 国企 民营 中高层 是 是

Ｃ１ － １０ 女 ３０ ＋ 本科 物流业　 西部 民营 民营 中高层 否 是

Ｃ１ － １１ 女 ２０ ＋ 本科 传媒业　 西部 国企 民营 基层　 是 是

Ｃ２ － ０１ 女 ４０ ＋ 大专 文化教育 西部 自由职业 民营 ／ 是 是

　 　 注：∗Ｂ３ － ０１ 为瞒报。

我不愿意去逢迎，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他们抓了我很多错处，恶意发

挥，羞辱让你觉得自己狗屁都不是，最后强行把我降职。 私底下，一把手在

他的办公室是对我动过手的……（我患了）很严重的抑郁症，这也影响了我

的家庭，我现在跟我爱人分居。 我的职业生涯到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希

望了，因为我在这里经历的这一切，让我对人性，对社会很失望。 我现在觉

得我是可以离开了，找个寺庙，安安静静的，每天扫扫地、念念经，都可以。
（访谈资料 Ａ１ －０３）

一般来说，作为下级遇到这种（侵害）情况，如果不走，也不屈服，只要

领导还是那个领导，就永远没有上升的空间……这种是很难取证的。 没办

法，就是没办法。 （访谈资料 Ｂ２ － ０１）

多位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五年的工作经历中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侵害，各行业、
各类型的工作场所均出现辱骂、排挤打压、侵犯私生活等情况，多人表现出了在

压力之下的无力感，有人受到身心伤害后生病住院（访谈资料 Ｃ１ － ０６），甚至产

生抑郁厌世的念头。 这给受害者本人、家庭甚至是社会都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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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享使笔者进一步确认对工作场所侵害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是重要且必

要的。
２.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数据

在包含了 ６６６ 个观测值的最终样本中，我们发现有 １６. ３７％ （ｎ ＝ １０９）的被

访者表示在过去五年有过在工作场所被上级或同事侵害的经历。 鉴于报告的时

段为“过去五年”，与国外研究发现相比，我国的报告率相对较低（例如北美 ＷＢＩ
２０２１ 年最新调查中，一年内的侵害报告率为 ３０％ ）。 这一比率可能是实际发生

率的真实反映，也可能是低报或瞒报的结果。 低报或瞒报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

是由于我国对于工作场所侵害问题重视不足，雇员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尚未意

识到自己遭受了工作场所侵害。

我才发现，我在这方面的意识是丧失的。 我当时被老板情绪暴力很长

的时间，但我还是接受……是内在安全感的问题，我从小怀有生存恐惧，所
以我对工作是看得非常重的，我当时没想过如何保护自己，你这么问我我才

意识到，我是配得到尊重的。 （访谈资料 Ｃ１ － ０６）

另一方面，受制度、文化环境、个人心理等因素影响，“承认”自己受到侵害

对于受害者而言往往具有一定挑战，在访谈对象中就存在一例明显的隐瞒现象

（访谈资料 Ｂ３ － ０１），该访谈对象的介绍人曾透露此人在工作中“因受到中方和

外方老板斗争的牵连，被拖欠了好几个月工资”，但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否认有

过被欺负的经历。
在回答受到侵害的人中，女性占比为 ５２. ２９％ （Ｎ ＝ ５７），与男性在报告率上

没有显著差异。 同样，是否为农业户口（农业户口，５０. ８％ ；非农户口，４９. ２％ ）、
是否为单身（单身，１７. ３％ ；非单身，８２. ７％ ）在工作场所受侵害的报告率上也没

有显著差异。 其余各变量的定义与描述统计见表 ２。

　 表 ２ 各变量说明及统计描述 Ｎ ＝６６６
变量层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性质 说明

因变量 工作场所侵害 ０. １６ ０. ３７ 定类 ０ ＝ 未受侵害，１ ＝ 受侵害

自变量

依赖性 －
资源重要程度

劳动收入占比 ７８. ５６ ３９. ６１ 连续
＝ （个人全年职业劳动收入 ／ 个人全年
总收入） × １００，最小值 ０，最大值 １００

正式合同工作 ０. ４１ ０. ４９ 定类 ０ ＝ 未签订合同，１ ＝ 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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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层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性质 说明

强制性 －
制度规范程度

组织类型 ０. ３５ ０. ４８ 定类 ０ ＝ 体制外，１ ＝ 体制内

替代性 －
市场环境资源

非国有经济发展
指数

６. ６１ １. ２５ 连续 最小值 ２. ５８，最大值 ８. ５９

控制变量

个人 ／ 家庭因
素

年龄 ４３. ４１ １３. ７４ 连续 最小值 １８，最大值 ８７

性别 ０. ５２ ０. ５ 定类 ０ ＝ 女，１ ＝ 男

户口 ０. ５１ ０. ５ 定类 ０ ＝ 非农户口，１ ＝ 农业户口

教育 １０. ８４ ３. ９９ 连续 最小值 ０，最大值 １９

婚姻 ０. １７ ０. ３８ 定类 ０ ＝ 非单身，１ ＝ 单身

家庭经济水平 ２. １９ ０. ６４ 定类
１ ＝ 高于平均水平，２ ＝ 平均水平，３ ＝
低于平均水平

组织 ／ 工作情
况

组织规模 １６６１. ９３ １０６５８. ７３ 连续 最小值 １，最大值 １０００００

全职工作 ０. ８５ ０. ３５ 定类 ０ ＝ 非全职工作，１ ＝ 全职工作

管理情况 ３. ２８ ０. ９５ 定类
１ ＝ 只管别人不被管，２ ＝ 既管别人又
被管，３ ＝ 既不管别人又不被管；４ ＝ 只
被人管不管别人

本研究进一步对主要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因变量“是否受过侵

害”与主要的解释变量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包括劳动收入占比（β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０１）、是否有正式劳动合同（β ＝ ０. ０４，Ｐ ＜ ０. ０５）、组织类型（β ＝ － ０. ０８，Ｐ ＜
０. ０５）和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β ＝ － ０. １３，Ｐ ＜ ０. ００１）等。 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

数基本都在 ０. ３ 以下，且最终纳入模型的变量 ＶＩＦ 值为 １. ２７，自变量之间不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表 ３ 报告的是工作场所侵害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 １ 只

包括了控制变量，模型 ２ 加入了自变量。

　 表 ３ 用各层自变量解释工作场所受侵害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系数 Ｎ ＝６６６
模型 １ 模型 ２

自变量

依赖性 －
资源重要程度

劳动收入占比 ０. ０１∗∗（０. ００）
正式合同工作（１ ＝ 签订合同） ０. ５５∗（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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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模型 １ 模型 ２

强制性 －
制度规范程度

组织类型（１ ＝ 体制内） － ０. ６２∗（０. ２９）

替代性 －
市场环境资源

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 － ０. ３２∗∗∗（０. ０９）

控制变量

个人 ／ 家庭因素

年龄 － ０. ０１（０. ０１） ０. ００（０. ０１）

性别（１ ＝ 男） － ０. ２０（０. ２２） － ０. ２９（０. ２２）

户口（１ ＝ 农业户口） ０. １２（２５） ０. ０２（０. ２６）

教育 － ０. ０２（０. ０４） － ０. ０１（０. ０４）

婚姻（１ ＝ 单身） － ０. ０５（０. ２９） ０. ０２（０. ３０）

家庭经济水平
（０ ＝ 高于平均水平）

平均水平 － ０. ５３（０. ３２） － ０. ６４（０. ０３３）

低于平均水平 ０. １６（０. ３３） － ０. ０２（０. ３５）

组织 ／ 工作情况

组织规模 ０. ００（０. 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

全职工作（１ ＝ 全职工作） － ０. ０５（０. ３０） － ０. ０１（０. ３３）

管理情况
（０ ＝ 只管别人不被管）

既管别人又被管 ０. ６７（０. ５９） ０. ６０（０. ６２）

既不管也不被管 ０. ３８（０. ６１） ０. ３４（０. ６２）

只被人管不管人 ０. １９（０. ５７） ０. ２７（０. ５９）

截距 － ０. ９９（０. ９７） － ０. ０３（１. １８）

ＬＲ ｃｈｉ２（ＤＦ） １６. ７２（１２） ４１. ９１∗∗（１６）
－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５７６. ９４ ５５１. ７６

ＡＩＣ ０. ９１ ０. ８８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模型 １ 包括了所有控制变量，无论是个人或家庭因素，还是工作或组织因

素，对于侵害发生率都没有显著影响。 这一发现反映和印证了工作场所侵害是

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部门等区分而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不同国家、社会面临

迥异的环境背景在侵害问题上呈现出的差异在合理范围。 比如爱纳森等人

（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 Ｓｋｏｇｓｔａｄ，１９９６）对于北欧国家的调查发现年长的员工比年轻的员工

受侵害报告率更高，认为年长的员工抵抗能力更低。 而笔者访谈的发现则相反：
“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遇到侵害的可能性比你有经验之后更大一点，‘老油条’
知道如何拿捏你”（访谈资料 Ｃ１ － ０９），这意味着年轻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另

５３

专题研究 “权力”视角下的工作场所侵害



一方面，也有访谈者提及“现在的 ８５ 后到 ９５ 后哪里受得了这种气，一遇到让他

们不开心的事情，他们就会离职”（访谈资料 Ｂ２ － ０１），这意味着年轻人更容易规

避侵害的发生，从而降低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 这些相反的作用方向也部分解

释了暂未发现年龄差别的原因。
我们在模型 １ 中还控制了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 阿奎诺等（Ａｑｕｉｎｏ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的研究发现，雇员在工作场所中所处地位不同，其所受侵害的概率也不同，
具体来讲，普通员工和底层管理人员相比于中层经理人更易受到侵害。 然而，在
笔者的访谈中，两位受到工作场所侵害的中层都表示“压力最大集中在中层，要
承担管理风险”（访谈资料 Ｃ１ － ０７，Ａ３ － ０１）。

另外，还有研究者呼吁应从性别（ｇｅｎｄｅｒ）的视角看待工作场所侵害，认为侵

害不是性别中立的，女性有更高的受害率（Ｏ'Ｃｏｎｎ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然而在我们

的模型里，性别变量并不显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性别差异也许与细分

工作场所相关，例如沙林（Ｓａｌｉｎａ，２００３）就发现在商业领域、警察群体和大学，女
性被侵害的比例更高，但性别差异在跨行业研究中可能就难以成立，在男性主导

的行业中，受害者也主要是男性；其次，男女在遭受侵害的形式上也许存在差别，
但就遭受侵害的发生率上差别不显著；最后，我们需要指出，有的性别不平等已

被制度性地建构在组织生活中，如女性管理者被男性同僚排斥和面临天花板这

些更隐形的“工作场所侵害”并不能充分地从一般意义上的“侵害”研究中体现

出来（Ｓａｌｉｎ ＆ Ｈｏｅｌ，２０１３；Ｎｉ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综上，数据分析显示上述传统意

义上的控制变量并不能解释侵害发生率的差异，这也进一步显示了本研究提出

权力不平衡这一分析框架的重要意义。
模型 ２ 加入了测量“权力不平衡”三个维度的自变量，这些变量的回归系数

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与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相比，整个模型的拟合度也

显著提高。 在测量权力依赖性的变量中，劳动收入占比对侵害发生率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 换句话说，雇员从当前工作获取的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例越高，他
成为受侵害者的几率就越大。 具体来讲，这个比例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侵害发生

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 １％ （ｅ０. ０１ － １ ＝ ０. ０１）。 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 １. １。 此外，
是否有正式劳动合同对侵害发生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正式工作合同的雇员

相比于没有合同的雇员，成为侵害受害者的几率高了 ７４％ （ｅ０. ５５ － １ ＝ ０. ７４）。 这

一结果为假设 １. ２ 提供了支持。
就权力“强制性”受制约程度而言，结果显示，雇主所在组织类型是体制内还

是体制外对侵害发生率有显著的影响。 与体制外组织的雇员相比，体制内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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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受到侵害的几率减少了近一半（ｅ －０. ６２ －１ ＝ －０. ４６），这为假设 ２ 提供了支持。
从资源的“可替代性”来看，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对工作场所侵害的发生率

有显著影响。 雇员所在省份非国有经济发展得越好，侵害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
具体来讲，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每增加 １ 个单位，侵害发生的概率降低 ２７％
（ｅ － ０. ３２ － １ ＝ － ０. ２７），假设 ３ 获得了支持。 综上，本研究提出的基于权力三维度

的研究假设，获得了经验数据的支持，表明了资源依赖性、制度规范性和资源可

替代性对工作场所侵害发生率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五、讨论与结论

在国外，对工作场所侵害的研究已有 ３０ 多年的历史，并且各国都证明该现

象普遍存在，不容小觑。 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系统性的理论

建构和实证研究更显不足。 本研究结合我国的具体社会情景，开创性地提出

“权力”三维度的分析框架，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数据对“工作场所侵害”的结构性因

素进行考察，并辅以深度访谈以丰富定量发现。 在本文提出的以“权力”视角为

基础的分析框架下，在个人层面，个人从工作中获取的资源的重要性决定了弱势

一方在权力不平衡关系中的“依赖性”，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越重要、福利越完

备，个人对这份工作的依赖程度就越大，就越容易隐忍求全，成为工作场所侵害

的受害者。 在组织层面，组织在制度设置和运行上的规范程度会制约强势一方

对弱势一方施行“强制性”权力的可能性；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中，我们发现相对

于体制外组织而言，体制内组织为员工避免成为受害者提供了更好的制度支持。
在市场环境层面，是否存在“可替代性”的市场机会或资源提示了权力不平衡关

系的组织边界，外部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可替代资源越多，越有助于弱势一方从对

组织的依赖性和组织内部对其施行的强制性中解脱出来；在本研究中，这种可能

性来自提供了绝大多数就业机会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 因此，本研究不仅

从三个不同的维度构建并测量了权力不平衡这一抽象概念，而且涵盖了微观

（个人）、中观（组织）、宏观（市场环境）三个层次的解释路径。 本研究除了在经

验层面关注了工作场所侵害这个非常重要但缺乏研究的议题，在理论层面上，这
也是对建构跨层次解释框架的一次初步而有益的探索。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

工作场所侵害的文献虽涉猎很广，解释的因素也很多，其中不少论及权力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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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侵害的影响，但是对于权力概念的论述仅停留在笼统和抽象的层面，缺乏系

统的、可操作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研究在韦伯、埃默森的权力理论以及菲佛等

提出的资源依赖理论的基础上，提炼出衡量权力不平衡的三个维度，即“依赖

性”“强制性”和“可替代性”。 并且结合定量和定性数据，初步证明了这一理论

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影响工作场所侵害的重要机制，揭示权力背后的结

构性因素。
同时，本研究的实证发现也具有如下实践意义和政策意涵。 从资源依赖

性角度来看，政策的着眼点需放到如何降低被害者的潜在经济损失、如何为其

赋能上。 例如，可以提高因工作场所侵害而造成的非自愿失业的保险保障水

平，从而减弱因失去工资收入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冲击；另一方面，
公益组织可以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经济资助，同时，司法部门在处理和判

决中应充分考虑举报者潜在的经济损失，对其进行充足的赔偿。 这些制度性

的支持都能降低受害者对现有不平衡的权力关系的依赖性，鼓励其在初次受

到侵害时能趋利避害，甚至勇于成为吹哨人。 从制度规范性角度来看，应进一

步加强党的建设和群团组织的规范运行，发挥其对组织内部权力的监督和制

约作用，实现对劳工权益的有效保护，从而充分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 从资源的可替代性角度来看，本研究的发现再次说明了发展

才是硬道理。 应该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创造更多、更好

的就业机会，同时还要进一步理顺劳动力流动机制，消除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制

度性障碍，这些举措都有助于减少劳动场所侵害的发生。 除上述方面，加强相

关知识和法规宣传、培养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２００６）以及提高管理

者职业素养也十分重要。 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贯彻执行应该为防止

和惩戒工作场所侵害提供底线保障。
本研究是对工作场所侵害现象的初步探索，未来的研究还有很多提升和拓

展的空间。 首先是“工作场所侵害”这一核心概念的定义和测量。 本研究的因

变量来自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问卷中的一个自陈式问题，与目前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定义

相比，该问题在表述上还不够严谨和全面，未来的问卷设计应更加精确和细化。
其次，受限于问卷原本的设计，本研究无法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现有数据中厘清受到侵

害与职业流动的关系，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测量偏差。 再次，同样受到数据的

限制，本研究无法控制和考察不同职业、组织文化、个人网络等因素对工作场所

侵害的影响，这也是今后的研究需要完善的方向。 最后，本研究在受到定量数据

的限制之下，虽然通过定性访谈弥补了定量分析的部分不足，但仍是对工作场所

８３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５



侵害这一重要问题的一个初步探究，希望能在理论建构和研究设计上为未来这

个议题更深入和完善的研究提供一个出发点和批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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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Ｃ. ， Ｍ. Ｏｈａｎａ ＆ Ｓ. Ｒｅｎａｕｌｔ ２０１６，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ｄｅ Ｇｅｓｔｉｏｎ １．

Ｂｏｗｌｉｎｇ， Ｎ. Ａ. ＆ Ｔ. Ａ. Ｂｅｅｈｒ ２００６，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９１（５） ．

Ｃｏｒｔｉｎａ， Ｌ. Ｍ. ， Ｖ. Ｊ. Ｍａｇｌｅｙ， Ｊ. 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Ｒ. Ｄ. Ｌａｎｇｈｏｕｔ ２００１， “Ｉｎｃｉｖ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６（１） ．

Ｄ' Ｃｒｕｚ， Ｐ. ＆ Ｃ. Ｒａｙｎｅｒ ２０１３，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ＥＳ⁃ＢＰＯ Ｓｅｃｔｏｒ.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３４（４） ．

Ｄｅ Ｃｉｅｒｉ， Ｈ. ， Ｃ. Ｓｈｅｅｈａｎ， Ｒ. Ｄｏｎｏｈｕｅ， Ｔ. Ｓｈｅａ ＆ Ｂ.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１９，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ｐｅｔｒａｔｏｒｓ. ”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８（２）．

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Ｓ. ＆ Ａ. Ｓｋｏｇｓｔａｄ １９９６， “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ａｔ Ｗｏｒｋ：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５（２） ．

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Ｓ. ＆ Ｂ. Ｉ. Ｒａｋｎｅｓ １９９７，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ｎ. ”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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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ｃｔｉｍｓ １２（３）．

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Ｓ. ＆ Ｈ. Ｈｏｅｌ ２００８，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ｔ Ｗｏｒｋ： Ｈｏｗ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Ｍａ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Ｌｔｄ．

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Ｓ. ，Ｈ. Ｈｏｅｌ， Ｄ. Ｚａｐｆ ＆ Ｃ. Ｌ. 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ａｔ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Ｉｓｌａ Ｄｅ Ａｒｒｉａｒá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Ｙ Ｃｉｅｎｔíｆｉｃａ ６３（５） ．

Ｅｍｅｒｓｏｎ， Ｍ. １９６２， “Ｐｏｗ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７（１）．

Ｅｍｄａｄ， Ｒ. Ａｌｉｐｏｕｒ， Ｊ. Ａ. Ｈａｇｂｅｒｇ ＆ Ｉ. Ｂ.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ｙ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ｎ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８６（６）．

Ｇｅｒｈａｒｔ， Ｂ. １９９０，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Ｊｏｂ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７５

（５） ．

Ｇｒｕｓｋｙ， Ｄ. Ｂ. ２０１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ｅｒｓｈｃｏｖｉｓ， Ｍ. Ｓ. ２０１１， “‘ Ｉｎｃｉｖｉ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 ｏｈ ｍｙ！’： Ａ Ｃａｌｌ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２（３）．

Ｈｏｄｇｉｎｓ， Ｍ. ， Ｓ. ＭａｃＣｕｒｔａｉｎ ＆ Ｐ. Ｍ. ＭｃＮａｍａｒａ ２０２０，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ａｃｔｉｏｎ： Ｗｈ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ｉｌ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３（３） ．

Ｈｏｄｓｏｎ， Ｒ. ，Ｖ. Ｊ. Ｒｏｓｃｉｇｎｏ ＆ Ｓ. Ｈ. Ｌｏｐｅｚ ２００６， “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ｓ ３３（４） ．

Ｈｏｅｌ，Ｈ. ， Ｃ. Ｃｏｏｐｅｒ ＆ Ｂ. Ｆａｒａｇｈｅｒ ２００１， “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０（４）．

Ｋｗａｎ， Ｓ. Ｓ. Ｍ. ， Ｍ. Ｒ. Ｔｕｃｋｅｙ ＆ Ｍ. Ｆ. Ｄｏｌｌａｒｄ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ＭＷＢＩ）： Ａ

Ｎｅ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１５（１） ．

Ｌｅｙｍａｎｎ， Ｈ. １９９６，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ｂｂｉｎｇ ａｔ Ｗｏｒｋ.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５（２） ．

Ｌｅｙｍａｎｎ， Ｈ. ＆ Ｂ. Ｇｕｓｔａｖｓｓｏｎ １９８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ｓ. Ｔｗｏ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Ａｒｂｅｔｓｋｙｄｄｓｓｔｙｒｅｌｓｅｎ．

Ｌｕｔｇｅｎ⁃Ｓａｎｄｖｉｋ， Ｐ. ２００８，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Ｗｏｒ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ｎｄ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５（１） ．

Ｌｕｔｇｅｎ⁃Ｓａｎｄｖｉｋ， Ｐ. ， Ｓ. Ｊ. Ｔｒａｃｙ ＆ Ｊ. Ｋ. Ａｌｂｅｒｔｓ ２００７， “ Ｂｕｒｎｅｄ ｂｙ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４（６） ．

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 Ｊ. ２００６，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ｕｒｓｉｎｇ ２７（６）．

Ｍａｎｎｉｘ⁃ＭｃＮａｍａｒａ， Ｐ. ２０２１，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 Ｉｎ Ｄ'Ｃｒｕｚ， Ｐ. ，

Ｅ. Ｎｏｒｏｎｈａ， Ｅ. Ｂａｉｌｌｉｅｎ， Ｂ. Ｃａｔｌｅｙ， Ｋ. Ｈａｒｌｏｓ， Ａ. Ｈｏｇｈ ＆ Ｅ. Ｇ. Ｍｉｃｃｅｌｓｅｎ （ｅｄｓ. ），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Ｊｏｂ⁃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ｇ， Ｃ. Ｓ. Ｍ. ＆ Ｖ. Ｃ. Ｗ. Ｃｈａｎ ２０２１， “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８（１） ．

Ｎｇａｉ， Ｐ. ２００４， “Ｗｏｍｅ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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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ｄｅｒ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２（２）．

Ｎｇａｉ， Ｐ. ＆ Ｈ. Ｌｕ ２０１０， “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６４ （Ｊｕｌｙ） ．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Ｍ. Ｂ. ，Ｓ. Ｂ. Ｍａｔｔｈｉｅｓｅｎ ＆ Ｓ. Ｅｉｎａｒｓｅｎ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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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ｗｅｕｓ， Ｄ. １９７８，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Ｂｕｌ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ｐｐｉｎｇ Ｂｏｙ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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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权力”视角下的工作场所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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